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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词造句”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
——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心理效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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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营销研究中语言心理效应的有关研究进行回顾，探讨了消费者行为

如何受语言因素的影响。文章分别从词、语句和其他语言因素三个类别总结了这一领域的主要

研究发现，并提出一个理论框架阐释相关效应的内在机制。语言因素可以经由自动加工或受控

加工两类心理过程影响消费者行为。自动加工机制包括感觉—动觉整合、概念激活、认知流畅

性等；受控加工机制包括内容理解、信源感知等。最后，文章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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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语言是营销沟通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美国著名广告人霍普金斯早在1923年出版的经典著

作《科学的广告》中就曾指出标题文案的句式对吸引消费者至关重要。在当下的新媒体环境

中，营销者对消费者语言心理的精准把握仍然能够帮助品牌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建立更紧密的

消费者关系，例如可口可乐、加多宝等品牌在微博上的文案创意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与积极转

发。营销学界对沟通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许多研究将语言心理学（psycholinguistic）的范式和

方法应用于营销语境（Lowrey，2002）。这些研究已经表明，从品牌命名到品牌口号，从文案修

辞到广告配音，从性能描述到用户评语，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因素对消费者的记忆、态度、行为都

有重要影响（Pogacar等，2018）。营销研究者有必要系统地思考：营销沟通中各类语言因素对消

费者行为会产生何种效应？这些语言心理效应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未来这一领域还有哪些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已有国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归纳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发现。Lowrey（2006）分别

从词、语句、叙事三个类别探讨了营销中的语言心理学现象；Carnevale等（2017）则在一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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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品牌语言学”（brand linguistics）概念，总结了各种语言因素对品牌识别、品牌体验、品

牌象征、品牌关系的影响；Pogacar等（2018）最近发表的综述则基于语言的复杂度和消费者加

工模式提出了四象限的矩阵理论框架。在这些综述文献中，Lowrey（2006）编写的专著对语言

因素的划分方式分别对应不同的营销沟通工具和研究的前置变量，对未来研究的借鉴意义较

大，但出版时间较早；Pogacar等（2018）对加工机制的总结具有一定理论高度，但直接将加工机

制作为语言工具的划分依据会给未来的研究者带来困扰。另外，尽管很多语言现象是跨文化

的，但仍有必要系统梳理中文营销语言加工的相关研究，而上述综述大多是基于英语或者将英

语作为第一语言开展研究的。

鉴于此，本文首先依据语言单位的复杂程度和营销运用情境将语言因素分为词、语句、其

他语言因素三类；随后，分别回顾这三类语言因素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有关发现和心理机制；

最后，归纳提出分析营销沟通中语言心理的理论框架，并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框架基础上

进行的拓展。

二、  语言因素类型

营销沟通中的许多重要信息都必须通过词、语句或语篇等语言单位或语言单位的组合进

行传达，如品牌名称以及产品属性、成分、使用说明等等。尽管语言承载的信息内容对沟通效果

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心理语言学的有关研究已经表明，内容之外的语言因素（如文字组合、发

音、句式、修辞）对沟通结果同样具有重要影响（Lowrey，2002）。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品牌名

称的发音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和评价（Klink，2000），洗手池旁提示语的表达语气会影

响人们对洗手液的使用量（Grinstein和Kronrod，2016）。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营销沟通中的语

言因素能够对消费者的信息加工（如注意、记忆或理解）、态度（如品牌评价、广告评价）、行为

（如购买、使用或捐赠）产生影响（Pogacar等，2018）。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的作用，学者们对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因素进行了分类归纳。Lowrey

（2006）基于语言复杂程度将营销沟通语言分为词、语句和叙述三类。词是营销沟通中传达语义

的最小语言单位；语句是词的组合；而叙述则涉及语言风格、第二语言等更复杂的语言加工问

题。Pogacar等（2018）则在语言复杂程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语言加工模式这一维度，提出“语言复

杂度（简单vs. 复杂）×加工模式（自动vs. 受控）”的四象限分析模型。在该分类中，语言复杂度与

Lowrey（2006）的分类标准类似。加工模式维度则根据语言加工中消费者投入认知资源的多少

进行划分。加工模式维度的加入使研究者能够更清晰地从心理过程维度对不同的语言心理效

应进行归类，但也使研究者检索文献的难度增加。例如，当研究者提出“品牌名称的谐音双关只

有在双关词义熟悉度较低时才会对消费者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研究想法时，若按照Pogacar
等（2018）的划分，其中名称词谐音的音韵象征被划分到“简单—自动加工”类，而词的熟悉程度

又被划分到“简单—受控加工”类，研究者就需要跨类别地进行文献检索，若按照Lowrey（2006）
的划分，研究者只需要关注与“词”相关的研究即可。另外，Luangrath等（2017）提出营销人员和

研究者还应当关注文字之外的“副语言”现象，如在网络沟通中广泛使用的表情符号等。

综合归纳前人的文献，本研究主要依据语言复杂程度将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因素分为三类：

词、语句、其他语言因素。采取此种分类主要基于三个理由：其一，这一分类与语言心理学中词

加工、语句加工和复杂语言问题的分类基本对应；其二，已有文献对营销语言的分类均包含语

言复杂程度这一维度；其三，这一分类有助于未来的研究者开展针对性的文献检索。单个词语

是营销沟通中的最小语义单位，消费者在加工处理品牌名称时会被单个词语的语音或语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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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影响。语句因素则对应着品牌口号、广告标题、广告语的研究问题。其他语言因素则归集最复

杂的一类语言因素，本研究将语段叙述、语言风格、多语种加工、副语言等有关研究归于此类，

这些因素都与消费者对营销中的语言刺激对象的整体认知相关。

三、  营销沟通中的词

语言学将词定义为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营销信息中品牌或产品的名称词可以

独立地向消费者传递意义，其他词都需要融入语句才能被理解，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回顾名称词

加工的有关研究。品牌或产品名称会经由视觉或听觉通道被消费者知觉，因此其发音或语义有

可能影响品牌态度、产品评价或购买意愿（张全成等，2016），有研究表明名称词的视觉呈现形

式也会影响消费者行为。下面将从名称词的语音、语义和视觉形式三个角度归纳和评述有关研究。

（一）语音

语言学研究表明全世界6 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2/3的语言会使用相似的发音表达同一种

概念，例如“沙子”这个概念在多数语言中都包含s这个发音（Blasi等，2016）。因此，各种语言品

牌名称中相同的发音特征都可能会引发消费者相近的意义联想，营销研究人员很早就开始关

注品牌名称的语音问题。Schloss（1981）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200个最佳品牌中，名称

首字母为K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字母，例如卡夫（Kraft）、家乐氏（Kellogg’s）等，跟进研究发现这

一现象与K的发音具有积极的意义象征有关（Vanden Bergh，1990）。有研究对比了InterBrand全
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的品牌与普通品牌的发音特征，发现高价值品牌会比其他普通品牌

更频繁地使用某些元音（如i）和爆破音（如k）等，研究者认为这些发音或能激发消费者的积极

反应（Pogacar等，2015）。具体探讨品牌名称不同类型发音特征的语言心理效应的研究主要从

元音、叠音和谐音三个角度展开。

1. 元音

研究者通常基于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位置和弯曲程度的不同而将元音分为前元音（/i:/
/i/ /e/ /æ/）、后元音（/u/ /u:/ /ɔ/ /ɔ:/ /a:/）和中元音（/ә/ /ә:/ /ʌ/）几种。含有前元音的品牌名称传递了

小、轻、弱、女性化等属性品质，而后元音则意味着更大的尺寸和更强的力量（Klink，2000）；前
元音名称（如mil）与小、尖锐等属性有关，更适合敞篷车和刀具等品类，后元音名称（如mal）与
大、钝等属性相关，更适合面包车和锤子等品类（Lowrey和Shrum，2007）；含有后元音的冰淇淋

名称（Frosh）要比含有前元音的名称（Frish）让人感觉奶味更浓郁，这种效应无需消费者意识的

参与，是自动加工的结果（Yorkston和Menon，2004）。儿童对品牌名称中的元音也有类似的反

应，他们对名称含有后元音的大玩具车有更高的评价（Baxter和Lowrey，2014）。儿童在6—12岁
的发展阶段，年龄越大越容易受到名称发音的影响（Baxter和Lowrey，2011）。成年人做产品评

价时则比儿童更容易受到名称中元音的影响，同时对名称的自动化加工程度也更高

（Baxter等，2014）。
品牌名称中多个元音与辅音配合的发音顺序也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在评价不同命

名的摄入类食品或饮料产品（如柠檬水）时，消费者更加偏爱BODIKA这个名称，因为发音时口

腔运动向内（BO的发音方式为嘴唇运动，DI为舌尖运动，KA为舌根运动）；若产品不能摄入（如

漱口水），则KODIBA这样的口腔向外运动的命名更受欢迎（Topolinski等，2015；Topolinski等，

2017）。
名称词的元音发音特征会影响消费者读出名字时的肌肉运动幅度和方向，个体在学习语

言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某种口腔运动的幅度/方向—某种物品属性”的一系列自动发生的心

理联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语言能力的提升，这些联结被进一步强化，消费者更偏好能够与属
 

“遣词造句”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
93



性匹配的名称词发音。语音和意义之间存在着跨语言的匹配关系（Blasi等，2016），研究人员在

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四种不同语言情境中均证明了名称语音象征对品牌偏好存在稳定

一致的影响，而且这类偏好效应在消费者使用的母语或第二语言中都会出现，而双语者的语言

能力不会影响偏好效应的大小（Shrum等，2012）。这些研究证明元音效应的发生是自动加工的

结果，并不需要消费者有意识的深入理解。

2. 叠音

叠音品牌名称很常见，如滴滴、KitKat、TaTa等。这种名称词中辅音重复发音的特征也会影

响消费者的评价。Argo等（2010）研究发现，叠音品牌名称（如Sepsop）比非叠音名称（如Sepfut）
更能带来积极的消费者评价。这项研究还要求被试出声读出名称，此时叠音带来的正面效应更

明显，这进一步表明口腔动作差异是导致名称词语音效应的原因。

中文语境中的研究发现，叠音会使消费者认为品牌温暖但能力低，因为叠音的发音特征与

婴儿的语言特征相吻合，能够启动与婴儿有关的概念（如可爱、独立行动能力低）；所以叠音更

适用于需要温暖知觉的享乐型产品，功能型产品命名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叠音（魏华等，2016）。
这项研究表明某些语音特征可以自动激活与之相关的概念，并产生心理效应。

3. 谐音

谐音是指两个或更多语义概念共享同一个或相近的发音。Lowrey等（2003）研究发现品牌

名称如果具有语音语义一致、使用谐音双关、含有爆破音这三个语音特征之一，消费者对品牌

名称的记忆会更牢固，但该效应仅在不熟悉的品牌中出现。Davis和Herr（2014）发现，英文中的

同音单词（如bye和buy）之间存在概念启动效应，消费者读了含有bye（再见）单词的文章，会对

其后阅读的广告有更高的购买（buy）意愿。这项研究证明谐音启动效应的产生是由于阅读者默

读语句会自动激活同音的另一个语义概念，这个概念被大脑识别为需要有意识抑制的“错误”，
因此这种效应只有在消费者认知负载高时才会出现。

综合上述有关词的语音心理效应的研究，这些效应大多无需消费者有意识的语言理解。无

论是消费者自动整合了词的听觉特征和口腔肌肉运动特征而偏好对应属性，还是某种语音特

征自动激活了特定概念，都属于无需太多认知努力的自动加工机制。

（二）语义

品牌名称可基于自身的语义向消费者传递有关企业和产品的信号（Erdem和Swait，1998）。
Lerman和Garbarino（2002）根据名称是否使用了有词义的单词将品牌名分为两类：有词义名称

（word brand names）和无词义名称（non-word brand names）。他们证实消费者在无提示的情况

下更容易回忆起有词义名称的品牌。有学者将有词义名称根据消费者的接触频度划分为高频

词名称和低频词名称。当品牌名称为高频词时，如果这个词可以激活较多的概念联想（即联想

集大），消费者对品牌名称的记忆要低于小联想集的高频词名称，这是因为熟悉的词如果激活

了太多概念，会抑制消费者对品牌名称专门的存储和提取；而当品牌名称为低频词时，联想

集大小不会影响记忆，这是由于消费者对低频词的新鲜感会带来对品牌名称的独特编码

（Meyers-Levy，1989）。Meyers-Levy等（1994）进一步研究发现，名称语义概念与产品属性之间

的关联程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当知名品牌推出新产品时，相较于产品属性与名称语

义概念完全一致（如以某麦片公司名推出新款麦片）和极度不一致（如以某电视公司名推出新

款麦片）的新产品，消费者更青睐产品属性与品牌名称适度相关（如以某蛋糕公司名推出新款

麦片）的新产品；他们发现这是由于消费者对中度不一致的信息进行了更多的精细加工。有的

研究将可以传达某些产品属性或信息的名称叫作暗示名称（suggestive brand names），如PicturePerfect
电视名称暗示了产品的画质特征；而非暗示名称Emporium电视则与产品性能无关。暗示名称

 

9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9期）



有利于消费者记忆广告中与名称诉求一致的产品属性，但在暗示名称下消费者对其他产品属

性的回忆率却显著低于非暗示名称（Keller等，1998）。Lerman和Garbarino（2002）发现尽管无词

义名称不经提示的回忆度低，但当出现一组品牌名称时，与有词义名称相比，消费者能够更准

确地分辨出无词义名称。当手表的名称中有“微笑”语义时，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产品图片有微

笑感的手表（指针显示为10:10）；当名称有“皱眉”语义时，被试更愿意选择皱眉样子的手表（指

针显示为8:20），研究者认为不同语义概念改变了消费者的视觉偏好（Labroo等，2008）。这些研

究表明，营销人员在为新品牌起名字时，如果使用有词义的名称，应当尽可能使用与产品属性

相关的名称词；若使用无词义的名称，则需要增加品牌名称的曝光频次。

品牌名称的语义还可能暗示好运或暗示原产国。周懿瑾和余青（2013）发现中国消费者对

暗示好运的吉利语义品牌名称有更好的记忆，而该效应在消费者控制感较低时更明显。国内学

者研究发现本土品牌取西化名称（如马可波罗瓷砖）仅能提高消费者的质量感知，并不能提高

购买意愿（王海忠等，2007）。西化名称还会引发消费者对真实来源国的困惑（潘煜等，2012）。高
辉等（2010）则发现西化的仿洋品牌名给消费者现代感，而具有传统文化风格的仿古品牌名则

让人觉得历史悠久；消费者在具有避免损失的防御性动机时更加喜欢仿古品牌名称。

综上，名称词语义对消费者产生的语言心理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内容意涵的功能属性、吉祥

意义和来源国暗示作用。名称词有无语义对消费者记忆的影响则表明，消费者试图将新接触的

品牌名称嵌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而有语义的名称可以降低嵌入难度。由此可见，消费者有意

识地理解名称词的语义内容是这些效应产生的前提，其内在机制属于受控加工类型（Pogacar
等，2018）。

（三）视觉形式

品牌名称文字有时会被直接设计成品牌标识（Keller和Lehmann，2006），例如Google和海

尔的品牌标识。这些图形化名称的视觉呈现形式（如字体等）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语义加工。

Childers和Jass（2002）发现，字体的视觉属性可以被大脑加工为一种不同于文字内容的概念，并

且与产品属性之间具有联想关系；他们发现Don Casual字体通常与“随意的”“实用的”语义概念

相关联，而Empire Script字体通常与“正式的”“奢华的”概念相关联。当字体的语义关联与广告

文案所表述的文字内容或广告图片所表达的含义一致时，消费者对品牌特征和广告诉求的记

忆会增强。魏华等（2018）发现品牌名称采用斜体字时，消费者会认为品牌的创新性和效率更

高；而端正字体则令消费者认为品牌更稳定可靠。Hagtvedt（2011）则发现不完整的企业品牌名

称字体（如IBM标识的格栅式字体）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感知。

（四）心理机制与营销运用

词是消费者在营销情境中单独加工的最小语义单位。无论是通过听觉还是视觉通道处理

名称词，消费者都无需投入太多的认知资源，就可以完成品牌等信息的获取，是快速的自动化

加工过程。因此，与词加工有关的语言心理学效应大多可以被三类自动加工理论机制解释：第

一，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的早期加工包含“感觉—动觉整合”（sensory-motor combination）
的自动化处理过程（Schaeffner等，2016），词的声音特征、发音动作等感知觉和肌肉动作特征经

由大脑自动进行感觉—动觉整合，这些身体体验会激活特定的属性概念，当产品属性特征与被

激活的属性概念相一致时，消费者会自动产生积极反应；第二，概念联想网络理论认为一个概

念词可以在大脑中自动激活与之有关联的其他概念（Janiszewski和Van Osselaer，2000），谐音、

字体的效应正是由于名称词的声音和视觉形式特征激活了与之相近的有关概念而产生的；第

三，加工流畅性理论认为个体会自动对加工信息的难易程度、流畅程度形成感受（Shapiro，
1999），当名称词概念与产品或品类有关的属性概念相一致时，消费者加工流畅度会提高，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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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少数名称词的语言心理效应是经由受控加工路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例如，名称与产品属

性的中度不一致导致的对信息内容的精细加工，以及消费者对仿洋名称的反应，源自于对信息

源的感知。内容理解和信源感知都需要消费者有意识地付出努力对名称词进行认知加工。

在营销实践中，管理者可以结合上述研究发现基于品类、消费者特征仔细考虑品牌名称的

语音、语形和语义特征。例如，基于名称词发音和语义研究，PayPal这个网络支付品牌的命名无

论在功能概念激活、元音属性还是叠音属性上都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积极的感知，是成功的品牌

命名。

四、  营销沟通中的语句

语句是由词或词组构成的语言单位，在营销沟通中承担着传递信息、说明、劝服等功能

（Lowrey，2006）。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在语句涵盖的信息内容相同或相近时，语句的语言形式差

异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反应，包括修辞和句式两方面。

（一）修辞

修辞使语句涵盖的信息更形象或更有趣，在说服消费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使

用修辞（如押韵、对仗、隐喻、双关）的图像广告（如睫毛膏广告的主人公是穿着皮毛的）更能引

发被试的精细加工和积极的广告态度（McQuarrie和Mick，1999）。除了广告，用户评论如果使用

了修辞手法（如比喻），将会使其他消费者更愿意接受享乐型产品，因为使用比喻谈论享乐型产

品符合人们沟通交流的准则（Kronrod和Danziger，2013）。
语言学将修辞手法分为结构性修辞和比喻性修辞。其中结构性修辞包含重复、押韵、比较、

倒装、对偶等；比喻性修辞则包括替代、夸张、变形、暗喻、双关、反语等（McQuarrie和Mick，
1996）。研究者认为注意机制、来源感知机制、内容理解机制和情绪机制可以解释修辞手法的语

言心理效应（McGuire，2000）。注意机制是指修辞让信息更加有趣，进而获得注意。来源感知机

制是指修辞影响消费者对信息源权威感、可信度的判断。内容理解机制认为，修辞手法会使句

子的内容与消费者的价值观产生联系，从而使消费者产生共鸣。情绪机制认为修辞手法会引发

情绪变化。不同修辞手法的效应和机理各有不同，下面将主要回顾营销研究中探讨最多的四种

修辞手法：隐喻、类比、双关和押韵。

1. 隐喻

隐喻是一种将两个原本不具有相似性的物体进行比较的手法，通常的形式为：“A”是“B”。
例如在“电视是毒药”这句话中，尽管电视和毒药没有实体共同点，但是隐喻将毒药的危害性转

移到了电视上（Sopory和Dillard，2002）。隐喻结构简单且灵活，可增强沟通的趣味性，被广泛应

用于营销沟通。Ottati和Renstrom（2010）总结了隐喻影响态度的三种路径：第一，隐喻可以激活

与沟通主题相关的生动信息；第二，隐喻影响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来源的印象；第三，隐喻将沟通

的内容导向积极或消极的方面，从而影响接收者对交流主题的态度。

研究表明使用隐喻的广告会让消费者认为品牌是复杂且充满激情的，但是同时也会让消

费者认为品牌缺乏真诚以及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隐喻广告会让消费者对品牌持有更加支持

的态度和更高的购买意愿，这种效应在奢侈品（如古龙香水）情境下比在实用品（如牙膏）情境

下显著更强；当广告中的图像使用了隐喻手法时，标题是否使用隐喻并不会影响购买意愿，当

图片没有使用隐喻手法时，使用隐喻标题将更容易激起购买意愿；隐喻广告中的标题和图像是

广告创作人员很容易使用的工具，凭借这两样工具可以创造出理想的品牌个性感知（Ang和
Lim，2006；吴水龙等，2017）。还有研究发现同样是描述股市的上涨，将其比作主动行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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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agent metaphor，如“纳斯达克登上高点”）相对于将其比作客观现象的客体隐喻（object
metaphor，如“纳斯达克正在反弹”）更能让投资者确信对市场趋势的预期（Morris等，2007）。研
究表明语言中包含的隐喻与沟通对象的兴趣偏好一致，语句的说服力才能增强。使用体育性隐

喻会让体育爱好者更支持相应论证（Ottati等，1999）。因此，营销人员应尽量使用与目标消费者

兴趣相关的隐喻，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

Gildea和Glucksberg（1983）发现隐喻和字面意义的差异会造成理解困难，如被试会认为

“所有的婚姻都是冰箱”是错句，但当被试先读到“人都是冷漠的”这句话时，他们对这个错句的

判断时间显著增长。由此可见，语境影响隐喻的理解，营销人员可以利用上下文语境增强消费

者对隐喻的理解。

可以看出，隐喻在营销沟通中发挥作用需要消费者具有较强的语言内容加工动机、较高的

语言理解能力，还需要语境的配合，这些都需要个体对信息进行有意识的努力加工，因此隐喻

通过受控加工的认知过程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2. 类比

类比是将已知的事物与未知的事物进行比较，而且两者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通常其形式

为A是B就好像C是D，而这两部分通常是不同领域的，不具有共同性质，例如“我们将硬木视作

柴火出售，就好像用优质牛排制作汉堡包”就是一个典型的类比句（Whaley和Holloway，1996）。
类比句比无类比句更容易引起态度改变（McCroskey和Combs，1969）。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简单文字广告相比，产品知识丰富的专家型消费者对使用类比的广告

持有更积极的态度，类比增强了专家对广告的理解；而产品知识相对匮乏的新手型消费者对类

比广告的态度并不积极；认知需求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被试在处于较高认知需求状态时，更容

易被类比广告说服（Roehm和Sternthal，2001）。
使用类比进行驳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Whaley和Holloway，1996），如“仅

仅使用口服片治疗呕吐是荒唐的，就好像用栓剂治疗腹泻一样”就是一句反驳类比。但研究表

明信息接收者在情感上并不喜欢使用反驳类比的信息发布者，接收者会因此对信息的具体内

容产生消极态度（Whaley和Wagner，2000）。
类比的语言心理效应与隐喻类似，需要消费者有较高的加工动机、对语言内容和背景信息

有较好的理解能力，也是通过受控加工机制发挥作用。

3. 双关

双关是指语句具有两个或更多含义的修辞方式。营销人员会在广告中使用双关来吸引消

费者的注意。Dimofte和Yalch（2007a）发现语句有多重含义时，具有多义理解能力的消费者会

受到第二重意思的影响，第二重含义的积极或消极意义会影响消费者评价。营销人员应当避免

使用可能含有消极意义的双关修辞。例如，美国某通信运营商使用的英文广告语Raising the
Bar字面意思是提高质量标准（即“我们的质量标准在提高”），但也隐含着对顾客服务响应不积

极的含义（即“我们的服务门槛在提高”），双关理解力较好的消费者会对这句广告语及对应的

品牌给出负面评价（Dimofte和Yalch，2007b）。中文广告经常使用由变异成语构成的谐音双关

文案，例如用“默默无蚊”作为蚊香产品的广告。李研和李东进（2013）发现这类双关广告语是双

刃剑，变异成语双关能够增强广告的趣味性感知进而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创新性评价，但同时

会使消费者认为广告不够严谨并降低对企业的信任感。

双关修辞发挥作用依赖于个体的语言理解能力，因此双关修辞通过受控加工路径对消费

者产生心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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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押韵

押韵是基于语句中的发音特征进行修辞的手法。有关押韵的研究将这种修辞手法进一步

分为押尾韵和押头韵。押尾韵指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结尾重读音节元音发音相同，押头韵

指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初始辅音发音相同。

研究发现人们认为押尾韵的格言更加可信，但是当被试被告知要将语义与形式区分开时，

押尾韵带来的可信度感知将会降低（McGlone和Tofighbakhsh，2000）。营销领域的研究表明消

费者对押尾韵广告语的阅读更流畅，评价也更高（Filkuková和Klempe，2013）。
押头韵不如押尾韵常见，但有研究表明由单词（品牌或产品名称）和数字（价格和数量信

息）组成的头韵定价语句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评价和购买。例如，“Two T-shirts $21”（两件T恤
21美元）比“Two T-shirts $19”（两件T恤19美元）更能引起消费者的积极评价；头韵中存在的语

音重复有助于信息处理并能导致更积极的判断，最终影响消费者选择（Davis等，2016）。可以看

出，与前文中名称词加工的多数语音效应类似，押韵语句导致的认知差异也是由个体的自动加

工引发的。押韵会使阅读者对句子内容的处理更加流畅，从而影响其态度以及行为。

综合以上四类常见语句修辞的研究可知，隐喻、类比和双关三种修辞手法都能够丰富语句

的语义信息、增强语言的生动性。营销中这三类语句修辞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依赖于个体对语

言内容的理解，消费者知识的个体差异、语境差异都会调节这三类语句修辞的沟通效果，其心

理过程属于受控加工机制。而押韵这种修辞形式则是基于阅读体验的流畅性影响消费者心理

的，与有意识的内容理解无关，因此属于自动加工机制。

（二）句式

语句中词与词组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陈述句是沟通语言中最常见的句式，语言学和营销

学研究者一方面关注的是其他句式在沟通中与陈述句沟通效果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关注陈述

句中不同代词的使用导致的结果。下文将从反问句、疑问句、否定句和代词的使用这四个角度

回顾有关研究。

1. 反问句

反问句是一种将问题的答案隐含在句子中的句式，发问者和接收者对问题的答案有共同

的理解（Swasy和Munch，1985）。在营销沟通中，反问句增强说服力的效果受到论据强度和信息

接收者唤醒水平的调节。

研究发现当论据强大时，带有反问句的介绍会比使用陈述句的介绍让信息接收者产生更

积极的态度。但是当反问句中的论据较弱时，反问句的接收者则会对信息产生消极看法；信息

接收者的卷入度越高，反问句的劝说效果越好（Burnkrant和Howard，1984）。反问句的效果受到

信息与个人相关性的影响。当信息的内容与信息接收者低相关，并且接收者没有积极处理信息

内容的意愿时，反问句的使用会增强接收者的深度加工，此时具有强力论据的信息更有说服

力，而论据较弱的信息说服力较弱。但是当信息的内容与信息接收者高度相关，并且接收者已

经积极处理信息的内容时，使用反问句会适得其反（Petty等，1981）。反问的位置也会影响说服

力，反问位于说服信息之后效果会更好（Howard，1990）。当反问语句在整个广告中很显眼时，

消费者会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发布者，此时可靠的信息源能产生较好的说服效果（Ahluwalia
和Burnkrant，2004）。反问句的沟通效果也受到消费者唤醒水平的调节。在低唤醒水平下，顾客

会给使用反问句广告（The pen，for you？）的产品更好的评价，这一效应被措辞的趣味性中介；

但是在高唤醒水平下，用户会给陈述句广告（The pen，for you.）更好的评价，这一效应被措辞的

清晰性中介（Hagtvedt，2015）。
综上，反问句通过增强消费者对信息内容的加工和理解发挥作用，并且受论据强度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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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知动机的影响，其内在机制属于受控加工类型。

2. 疑问句

营销研究者主要关注两种具有说服效果的疑问句：假设疑问句和附加疑问句。以假设的方

式提出问题被称为假设疑问句，如“如果蛋糕是健康的，你会购买吗？”附加疑问句是指在陈述

句的末尾使用简短的反问句短语，例如，“这件商品很好，不是吗？”
假设疑问句被广泛应用于营销调研领域，来探求消费者对一些新产品新特性的看法。研究

发现，参与者在被询问假设性问题后会做出积极响应。参与者对语句的精细加工会增强这种效

应；假设性问题包含的信息越重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越大（Fitzsimons和
Shiv，2001）。研究人员认为信息可达性（accessibility）能够解释该效应，即当人们面对问题时已

有的相关知识和态度会立即被激活，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反应时”实验发现，当问题倾向性与

被试现有认知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时间更短。同时，精细加工也会强化假设性问题带来的效应，

当要求被试仔细思考时，他们做出的行为会更容易被假设性问题影响。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是

一个假设性问题时，该效应就会减弱（Moore等，2012）。
附加疑问句通常会让人觉得提问者是缺乏权力、优柔寡断的人。研究表明，当信息来源的

可信度较低时，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会减弱说服力，而当可信度较高时，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会增

强说服力（Blankenship和Craig，2007）。
与反问句类似，疑问句通过增强信息内容加工发挥作用，而附加疑问句的作用则受到信源

感知的影响。疑问句式的消费者行为影响同样基于受控加工机制。

3. 否定句

语句中带有否定词能够加强语气，语句的性质和语气的强弱会影响语句的作用。社会规范

提示标语有时会使用否定句。刘汝萍等（2010）发现，使用否定句的阻止型规范标识（如“请勿乱

放”）要比使用陈述句的引导型规范标识（如“轻拿轻放”）更不利于鼓励顾客遵守规范；但在使

用否定句规范语言时，委婉语气（如“我怕脏，请不要碰我”）要比坚定语气（如“非买勿动”）具有

更好的效果。Grinstein和Kronrod（2016）通过现场实验发现，带有责备意义的否定句（如“你没

有为自己的健康做足够的事情”）与委婉语气的提示语（如“你应该经常使用这块香皂洗手”）组
合，或者肯定鼓励的语句（如“你已经为自己的健康做了足够的事情”）与坚定语气的提示语（如

“用这块香皂洗手！”）组合，能够达到最好的提示效果。“否定句—委婉语气”与“肯定句—坚定

语气”的标语都显著增加了一所大学卫生间洗手液的实际用量；而“否定句—坚定语气”和“肯
定句—委婉语气”的提示标语未能对洗手行为产生影响。

消费者有时会使用否定句来表达自己“不做某事”的承诺，如不吃甜食。研究发现人们使用

的否定句形式会影响最终的行为，“I don’t”（我不做）是对自我的肯定，因此带来较强的心理授

权感，从而对目标的实现起到积极作用；“I can’t”（我不能）会导致授权感减弱，从而阻碍目标的

实现。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由内部因素（如我想要保持健康）引发的目标，“我不做”将产生更

好的效果，而对于由外部因素（如我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引发的目标，“我不能”效果更佳（Packard
等，2018）。

综上，否定句的语气差异会导致消费者对语句内容的不同反应；而当使用不同的否定句做

出承诺时，消费者对承诺内容的理解方式也会不同。这些都属于受控加工范畴。

4. 代词的使用

沟通语言中代词的使用会影响阅读者的社会关系感知。使用“我们”（we）比使用“你和我”
（you and I）让信息接收者感觉与信息发出者关系更亲密（Fitzsimons和Kay，2004）。广告语也会

使用“我们”或“你和我”来指代“品牌与消费者”，研究表明只有当顾客期望与品牌建立亲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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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时，暗示亲近关系的代词“我们”才会比“你和我”带来更积极的消费者反应，否则代词“我们”
会导致负面沟通效果。这种影响是被感知信任中介的，与期望一致的语言能增加顾客信任，从

而导致更积极的态度（Sela等，2012）。但是在企业回复顾客的疑问或投诉时，使用“我”就要比

“我们”好。例如，“我会为你提供帮助”要比“我们会为你提供帮助”更可让顾客感知到一个为行

为负责的主体在与他进行沟通，含有单数第一人称的回复语句会带来顾客满意度的提升

（Packard等，2018）。消费者会基于沟通语句中的代词推断自己与信息发出者的关系，或是感知

信息发出者的服务意愿，因此语句中的代词使用导致的行为差异可以被信源感知这一受控加

工机制解释。

综上，在信息内容一致的条件下，疑问句、反问句、否定句以及代词的使用这些句式因素会

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评价。这些句式因素能够促使消费者更深入地加工语句所传达的

信息或是改变消费者对信息源的感知和推断，在心理机制上都属于受控加工范畴。

（三）心理机制与营销运用

综合以上对于语句修辞和句式的研究回顾可以看出，个体在对句子进行加工时需要付出

一定的认知资源去理解一组文字的含义。大多数语句的语言心理效应都经由内容理解、信源感

知这些受控加工机制发挥作用。这些效应有可能受到消费者的语言认知能力、认知负荷、动机

等因素的影响。只有语句押韵修辞的心理效应基于认知流畅性这一自动加工机制。

在营销实践中，营销人员应选取适当的修辞手法或者句式对产品广告进行仔细打磨，以达

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德芙巧克力“此刻尽丝滑”的广告语就利用了隐喻手法带来的正面效

应，将画面中顺滑的丝绸与巧克力的口感相联系；而加州乳品加工协会的经典广告“got milk？”
则使用假设疑问句强化“牛奶是健康必需品”的理念。这些例子表明，营销人员可以通过句式选

择和修辞使用提升沟通效果。

五、  营销沟通中的其他语言因素

词和语句是较为简单的研究对象和沟通工具，研究者和研究人员还需要面对其他许多复

杂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例如：如何叙述品牌故事，如何处理跨文化营销中的多语种沟通，以

及如何运用表情符号等被称为“副语言”的沟通工具等等。本部分将回顾有关这些复杂语言因

素的研究。

（一）语段叙述

营销人员用句子组合成语段向消费者进行详细说明或展开叙述。研究发现在说明产品功

能时，营销人员在语段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语言。与模糊性语言（如“你会得到内置的

‘过采样’功能”）相比，解释性语言（如“过采样功能：帮助你快速捕获整个声音范围”）能帮助消

费者更好地理解印刷广告，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同时，当消

费者认知需求较低时，模糊性语言会让其对广告的评价更消极，从而降低购买意愿。因此，广告

应该在使用专业术语时附带具有解释性的上下文，以增进消费者的理解（BradleyⅢ和Meeds，
2004）。

与语句的简单组合相比，当消费者能够从一组语句中读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时，这种叙事性

加工（narrative processing）会带来更紧密的顾客与品牌的联结，这是由于叙事性加工会提高消

费者对信息内容的代入感（Escalas，2004）。如前文所述，语句加工的有关研究表明加工流畅性

一般能够带来消费者的积极反应，但在叙事性加工中却并非如此。Nielsen和Escalas（2010）发
现，当消费者对理解品牌故事的语言内容稍感困难时，他们会付出更多努力沉浸于故事中，品

牌评价反而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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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段叙述也具有跨感官通道的影响力。Elder和Krishna（2010）发现相对于仅有味觉描述的

广告文字内容，食品的广告文案中包含对多种感官体验的描述会使消费者对食物口感的评价

更好。这是由于多种感官描述会激发消费者更多的有关五感的生动想象，进而影响食用后对味

觉的评价。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认知负荷会削弱多感官广告对味觉感知的影响，这是因为认

知负荷过高时消费者头脑中的感官意象会被抑制。Lowe和Haws（2017）则发现，广告中配音的

人声声调高低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大小的量值判断，低频配音让消费者觉得产品尺寸更大或

重量更重。

（二）多语种沟通

企业开展跨国营销时会面临语言差异问题。按照Whorf（1956）提出的“沃尔夫假说”的观

点，语言是思维的基础，因此我们使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跨文化营

销领域的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佐证。Schmitt等（1994）通过在中国和美国进行的一项跨文化

实验发现，相较于大声说出之前所看到或听到的品牌名称，以汉语为母语的被试在写下品牌名

称后有更高的回忆率；与之相反，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在口语记忆模式下比书写记忆模式下更

容易记住品牌名称。这是因为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表音文字。研究者认为，汉语和英语的

结构性差异会经由心理表征影响消费者对语言信息的记忆。Zhang和Schmitt（2001）从语言学

的角度分析了英文品牌名称翻译成中文的音译、义译和音义同译三种方法的优劣。他们提出当

品牌标识设计更强调英文字符时应使用音译（如“NABISCO—纳贝斯克”）；当品牌标识设计突

显中文字符时应使用义译（如“Microsoft—微软”）；若中英文字符在标识中同样突出，则应使用

音义同译（如“Colgate—高露洁”）。而语言熟练程度高的双语消费者对使用上述对应方式翻译

的品牌有更高的评价（Zhang和Schmitt，2004）。
Krishna和Ahluwalia（2008）在印度市场的研究发现，广告语言的选择（当地语言或英语）能

够影响消费者对外国公司产品的评价，但不会影响对本土产品的评价。具体而言，当外国产品

为必需品时，广告使用当地语言会得到更积极的消费者评价；当外国产品为奢侈品时，使用英

语的广告更能赢得消费者的好评。Puntoni等（2009）则发现，相较于使用第二语言的广告，消费

者在使用母语的广告中能够感知到更多的情绪。

（三）字符副语言

网络沟通中人们使用的独特语言工具对传统的语言沟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网络

新词（如666）、表情符号（如☺）的使用为营销人员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创造了机会，但也造

成了困扰。为此，Luangrath等（2017）基于对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文本挖掘，将这

类非标准化的语言形式定义为“字符副语言”（textual paralanguage）。按照其定义，字符副语言

是非标准文字的书写形式，用以呈现听觉（如拟声词haha等）、触觉（如表示拥抱的表情符号、表

示击掌的词high-five等）、视觉（如表情emoji符号）内容。字符副语言既可以是文字、符号、图片、

标点等形式中的一种，也可以是它们的组合。字符副语言可以通过四种形式呈现：第一，以特殊

字符（如^_^）或字符形式（如ASAP、666）呈现；第二，以非标准但仍然具有意义的文字（如

looooong）呈现；第三，以不合语法的方式呈现在语句中；第四，以视觉图片形式呈现。Luangrath
等（2017）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字符副语言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理论模型，并认为字符副语言的使

用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知觉，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或消费者自身的理解、情绪和记忆等。

（四）心理机制与营销运用

探讨语段叙述、多语种沟通、字符副语言等语言因素的研究表明：一方面，营销人员拥有大

量语言工具可应用于各类营销沟通情境，并且这些语言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

营销人员面临复杂的局面，需要考虑消费者语言认知差异、产品品类、媒介特征等诸多因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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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者需要在各类丰富的语言工具中权衡取舍，让沟通效果最优化。上述研究也表明，无论语言

因素如何复杂，其语言心理效应都是通过自动加工或受控加工机制形成的，对机制的有效识别

可以帮助营销人员做出更好的决策。

六、  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论

如何“遣词造句”与消费者展开沟通，是许多营销管理者几乎每天都会面对的重要问题。语

言是营销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消费者展开思维活动的重要工具。本文从语言心理效应这一角

度，回顾总结了营销沟通中的词、语句和其他语言因素的有关研究，指出营销管理者可以从产

品品牌名称的语音语义、语句修辞、句式选择、语段叙述方式、多语种和字符副语言使用等维度

着手，基于有关研究结论优化其沟通语言。

消费者对语言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语言经由视觉或听觉通道进入消费者的大脑，大

脑对语言信息做出加工处理，最终做出反应。依据加工程度的不同，消费者对语言的加工方式

处于从完全自动加工到完全受控加工的连续体当中。自动加工是指个体对信息无意识的、无需

努力、极少占用认知资源的快速加工，受控加工则是指个体对信息有意识的、付出较多努力和

认知资源的慢速加工（Moors，2016）。
同一类语言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有可能基于不同强度的语言加工机制。例如同样是

广告语的加工，押韵导致消费者加工流畅性提高而带来消费者对广告信息更高的记忆，这类效

应就属于自动加工机制带来的结果（Filkuková和Klempe，2013）；而当广告语因为比喻的使用

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理解时（Ang和Lim，2006），这类效应是受控加工机制导致的。

Pogacar等（2018）建议将消费者对语言的加工模式依据加工程度的不同分为自动加工模式和

受控加工模式两种。自动加工模式主要包括语言因素导致的概念激活、认知流畅性等机制，这

些机制不受消费者动机强度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受控加工模式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语义理

解、信源感知等机制，这些机制在消费者有较高动机和具备有关信息的处理能力时才会发生。

基于上述分析和前文对营销沟通的语言心理效应所做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如图1所示的

“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心理效应理论框架”。图1最左侧的语言因素依据沟通语言的复杂程度和营

销沟通中对应的语言工具分为词、语句、其他语言因素三种，作为框架的前置变量；前文所述的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这些语言因素会对消费者对营销信息的注意、记忆和态度以及购买行为等

反应产生影响，因此在图1最右侧将这些消费者反应作为结果变量；中间的加工机制分为两大

类，其中自动加工包括感觉—动觉整合、概念激活和加工流畅性三种机制，受控加工分为内容

理解和信源感知两种机制。

（二）未来研究展望

新媒体和电商的兴起使营销沟通的环境和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消费者不仅

是营销语言信息的接收者，也是语言的发送者，还是新词语甚至新语法的创造者。因此，尽管营

销沟通中的语言心理效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一领域仍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尝试提出四个可能值得关注的未来研究方向。

1. 用户生成内容的语言

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指媒体中由用户创造的与其他用户分享信息

或观点的内容（Tang等，2014），如电商平台的用户评论、短视频平台的达人推荐等等。大多数

UGC都包含语言内容，因此UGC的各种语言因素（如语气、句式、字符副语言的使用）如何影响

消费者对相关产品和品牌的看法，这些影响又受到哪些情境因素调节都值得深入探讨。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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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语言研究大多以企业为信息发出者，而在信息发出者发生变化时，某些语言心理效应可能

会消失甚至逆转。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发布的语言难以同时被感知为有趣的和可信的（李

研和李东进，2013；Hagtvedt，2015），那么当消费者看到其他用户发出的评论时，是否会觉得有

趣的评论更加可信呢？此外，未来还可以研究营销人员如何鼓励消费者发表更有价值的

UGC内容，例如网上服装卖家是否能够通过鼓励用户分享产品的触感体验获得更高的销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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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营销沟通中的语言心理效应理论框架
 

2. 语句和语段加工中的语音

听觉是消费者获取语言信息的重要感官通道。此前有关语音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词的发音

特征，只有很少量的研究涉及语句和语段的语音特征，如前文提及的Haws（2017）的研究。既然

字体、颜色这些无关内容的视觉形式变量可以影响消费者行为，那么或许听觉通道独特的形式

变量（如音频、语速、停顿时间、语气变化、口音等）也能够对消费者的语言加工和后续行为产生

影响。此外，上文提及的UGC内容在移动互联网中也可能通过视音频呈现（如抖音、小红书），

那么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主播语音更能吸引网购者呢？综上，语句和语段在听觉通道

的呈现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挖掘的研究话题。

3. 中文语境中的语言心理效应

“沃尔夫假说”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会深刻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Whorf，1956），对中英双

语消费者的有关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佐证（Schmitt等，1994）。但此前相关跨文化研究大多

以英文市场为语境，而中文才是被最多消费者使用的语言。中文有着不同于英文的字符结构、

构词方式、发音方式、语句结构，但和英文有着类似的修辞方式。因此，中国研究者可以基于中

文的语言特征展开针对性研究。例如，中文能够构词的音素少，因此同音字、同音词普遍，谐音

双关，如“上天猫就够（购）了”，也被营销人员广泛使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消费者如何加工

和评价这样的中文广告语。

4. 图文互动

许多营销沟通内容含有大量的图形元素，如产品图片、标识符号、平面设计图形等等。

Luangrath等（2017）甚至将网络媒体中层出不穷的各类表情符号也归入“副语言”中的若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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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此前有关广告中图文互动的研究主要关注图片对广告整体说服效果的影响。但是当图片内

容也被视作一种“字符”的时候，营销研究者就可以进一步细化讨论这些图形是否会融入沟通

语句或语段，并影响消费者对语言的加工。如emoji表情符是促进还是抑制了消费者对于一段

产品评论的理解；再如品牌标识是否能够激活品牌名称的语义概念并参与到有关文案的加工

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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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plores som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language factors,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words,
sentences and others. Firstly, the findings on words are re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nunciations, semantics and visual forms; secon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rhetoric and pattern of sentences;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other factors such as
narrations, multiple languages, and textual paralanguage.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language factors affect consumer behavior through one of the two
mechanisms: automatic processing or controlled processing. Automatic processing includes sensory-
motor combination, concept activation and processing fluency. Controlled processing includes content
understanding and source perception.

Fo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sycholinguistic effects
in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eanwhil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rketing managers to optimize their communication language with consumers in dimensions of the
voice and semantics of brand names, rhetoric, sentence patterns, narrations, multiple languages, and
textual paralangu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four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which may be worth of paying
attention to. Firstly, how user-generated content affects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brands and how these
effects are moderated by contextual factors are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Secondly, previous research
on voice has focused more on the voc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d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effect
of auditory attributes of sentences and narrations. Finally, the interactions of text and graph are also
valuable top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language; psycholinguistic effects; consumer behavior
（责任编辑：王舒宁）

 

10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9期）


